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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Planning Technology: Data and Knowledge
NIU Xinyi, LIN Shijia, SANG Tian, ZHANG Xiaoke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systematic overview of digital planning technology,

in particular, its scope, types, frontier trends, and main obstacles viewed through a

data and knowledge-driven technological paradigm. Firstly, it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planning technology. Secondly, it

summarizes two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driven by knowledge and data respectively,

based on an overview of the evolutionary paths of three types of digital planning

technologies: urban modeling technology, spatial-temporal big data planning technol‐

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nning technology. Lastly, the paper discusses fron‐

tier trends in digital planning technolo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ata and knowl‐

edge. It is concluded that digital planning technologies can be understood as digital

applications in planning analysis, simul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throughout the

planning process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is determined by either the data- or

knowledge-driven paradigms. While the former better supports planning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deficiencies in the latter hinder decision-making. Future digital planning

technologies are expected to be driven by both data and knowledge. The challenge

li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data to knowledge through data-based learning, extracting

the "white-box knowledge" in planning, and allowing knowledge to drive analysis,

simul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in planning.

Keywords：digital planning technology；digital technology；data-driven；knowledge-

driven；technological paradigm

当前的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推进了生活、经济、治理在内整个社会的数字

化转型。城乡规划学科同样感受到了数字化、数字技术的强烈影响。近10年是数字技

术对城乡规划学科产生巨大影响的10年。例如，数字孪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改变了

认知和探索城市空间的方式[1-2]，时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迅速融入了城乡规划研究与

规划实践[3-5]。迅速兴起的人工智能内容生成（AIGC）技术正在改变规划图纸、报告的

生成方式。从规划研究的支撑技术到规划实践中成果生成，数字技术已经对城乡规划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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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以数据驱动、知识驱动的技术

范式为线索，系统梳理数字化规划技术

范畴和类型，认识前沿趋势和难点。在

区分数字技术和数字化规划技术的概念

基础上，从城市建模技术、时空大数据

规划技术、人工智能规划技术等三类数

字化规划技术的演进，归纳出知识驱动、

数据驱动两个技术范式，以此认知当前

数字化规划技术的用途和难点。从数据

与知识出发，讨论数字化规划技术前沿

趋势。数字化规划技术是规划过程各阶

段中使用数字技术的方法，归为分析、

模拟、决策等三种用途。数字驱动、知

识驱动技术范式决定了数字化规划技术

的用途。数据驱动技术范式能较好地支

持规划分析、模拟用途，但知识驱动技

术范式的瓶颈使得数字化规划技术还难

以较好地支持决策用途。数字化规划技

术未来趋势是数据与知识共同驱动，其

关键是解决“从数据到知识”的难点，

从数据中学习、提取规划学科“白箱知

识”，运用“白箱知识”驱动规划的分

析、模拟、决策。

关键词 数字化规划技术；数字技术；

数据驱动；知识驱动；技术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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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全方位的巨大影响。

过去10年也是城乡规划学科最关注

数字化规划技术的10年。规划学科中时

空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先后成为学科

中热点议题，引发了两次热潮。2010年
代初以来，时空大数据技术吸引了大量

关注，对城市空间研究产生了积极而深

远的影响。时空大数据技术迅速在城市

空间结构、区域空间结构、行为与建成

环境、城市治理等多个研究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开启了规划研究的“大数据时

代”[6]。2010年代后期至今，人工智能技

术又吸引了规划学科大量关注[7]。尤其是

机器学习技术吸引了国内外规划学界关

注，相关研究性论文在2018年后迅速增

长[8]。规划学科中人工智能的热潮方兴未

艾[9]。数字化规划技术已经在规划研究中

普遍使用，研究议题遍及各个方向。

当前数字化时代，数字化规划技术

成为了规划技术的主流，虽然当前规划

研究和实践中的数字化规划技术种类众

多，但如何认识数字化规划技术的本身，

如何认识其迅速发展带来的作用和改变，

这些方面仍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疑问。

本文旨在回答上述议题，首先界定数字

化规划技术概念范畴，随后从数据与知

识维度出发回顾数字化规划技术演进历

程，系统性梳理其技术范式，进而讨论

数字化规划技术的研究前沿和难点，展

望城乡规划学科中的数字化规划技术的

未来趋势。

1 数字化规划技术的范畴和用途

1.1 区分数字技术和数字化规划技术

要准确界定数字化规划技术的概念

范畴，需要从理解“技术”这个词含义

入手。不同词典给出的“技术”定义基

本一致，均是按照科学、技术两个概念

之间关系来阐述的，表述为“技术是在

实践中运用科学的特定方法”①。从技术

与科学关系出发，就可以明确将当前规

划研究和实践使用的技术区分为两类。

第一类可以直接称为“数字技术”。

虽然虚拟现实、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

出现在规划行业应用中，驱动这些技术

的科学是计算机科学，是计算机学科知

识。具体表现为在规划中应用这些技术，

所依赖的科学、运用的方法实质上与在

其他领域、学科中的应用并无明显差别。

典型如规划成果展示的虚拟现实技术、

规划信息管理的数据库技术。

第二类可以称为“数字化规划技

术”。数字化规划技术是在规划研究、规

划实践中的各阶段使用数字技术的方法，

是运用数字技术实现规划现状分析、建

模预测、方案制定、方案选择、规划实

施、规划监测评估的方法。虽然这类技

术建立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但是驱动

这类技术的是规划学科知识，不再是计

算机学科知识。具体表现为在规划现状

分析、建模预测、方案制定、方案选择、

规划实施、规划监测评估各阶段中应用

这些技术，所依赖的科学、运用的方法

与在其他领域、学科中的应用有显著的

差异。

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已经有了多

种规划技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数字技术”与“数字化规划技术”的关

联和差异。1960年代初期，McHarg提出

了叠合技术用于土地适宜性分析。他使

用手工渲染透明薄膜，手工进行灯光片

的叠合，实现了“千层饼”叠合方法。

McHarg创建的“千层饼”叠合方法是一

种规划技术，驱动这一技术的是McHarg
提出的“设计结合自然”规划思想是规

划学科知识[10]。McHarg的规划技术激发

了 1960年代的早期GIS研究者，催生了

GIS的空间叠合功能，后来成为GIS的基

础空间分析功能之一。GIS空间叠合是一

种“数字技术”，驱动GIS空间叠合的科

学是地理信息科学。至1980年代后，发

展出了完全运用GIS叠合的土地适宜性

分析技术[11-12]，这成为一种“数字化规

划技术”。驱动GIS叠合土地适宜性分析

技术的仍是McHarg当年提出的规划学科

知识。这是先有“规划技术”，再激发出

新的“数字技术”，两者融合成为新的

“数字化规划技术”的例子。这个例子就

能清楚地表明，有必要、也能够将数字

技术与数字化规划技术的概念区分开来。

1.2 数字化规划技术的用途类型

区分出了数字技术、数字化规划技

术，就可以讨论数字化规划技术的用途

类型。数字化规划技术可以归为对规划

效应的分析、对规划现象的模拟、对规

划对象的决策等三类用途。分析用途是

指对效应、因素、机制的分析。近些年

常用的“诊断”一词就是典型分析用途。

例如，运用时空大数据分析公众对社区

认知，能有效诊断社区治理成效[13]。模

拟用途包括了模拟和仿真，常用的“推

演”一词就是典型模拟用途。例如，模

拟紧凑城市政策实施会对公共服务和城

市财政带来的影响[14]。决策用途是指规

划方案的制定和选择，是规划的核心用

途。例如，运用深度神经网络，生成最

佳街道网络方案[15]。数字化规划技术的

三类用途均是依托各种数字技术为基本

手段才能实现，但是驱动这些数字化规

划技术的则是现状分析、建模预测、方

案制定、方案选择、规划实施、规划监

测评估中的规划学科知识。

界定了数字化规划技术的概念和用

途之后，以 1990年代以来城市建模技

术、时空大数据规划技术、人工智能规

划技术等三项典型数字化规划技术为例，

从各自演进历程入手，梳理出数字化规

划技术的技术范式及其与用途之间的

关系。

2 城市建模技术：知识驱动与数

据驱动

2.1 21世纪以来的城市建模技术

城市建模技术（urban modeling）是

历史悠久的规划技术。产生于1950年代

的城市建模技术起初并不是数字化规划

技术，模型需要手工计算完成。城市建

模技术在1960年代广为流传，理性规划

思潮推动了城市模型发展，大尺度城市

模型 （large scale urban model） 广为流

行，决策是城市建模技术的主要用途，

规划史称之为理性规划 （rational plan⁃
ning）时代。理性规划思潮终结于 1970
年代，大尺度城市模型遭到广泛质疑和

批评[16]，然而城市建模技术并未消失，

一直在学术界存在着[17]。从 1990年代开

始，GIS等数字技术与之融合[18]，城市建

模技术成为了典型的数字化规划技术。

21世纪以来，有三类城市建模技术

并行发展。第一类是传统的大尺度城市

模型，在21世纪仍在延续发展；第二类

是1990年代中期出现的基于规则的模型

（rule-based model），主要是 GIS技术催

生的；第三类是元胞自动机（CA）等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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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模拟模型。这三类城市模型发展至今，

其技术范式和用途均在不断演进。

2.2 城市建模技术的知识驱动与数据

驱动

第一类大尺度城市模型仍被用于都

市区的土地和交通规划，其典型是 Ur⁃
banSim[19-20]。1990年代后的大尺度城市

模型从传统的决策用途转向了模拟用途，

用于模拟未来规划政策带来的各方面影

响。在技术范式上，大尺度城市模型属

于知识驱动的规划技术，模型原理以规

划知识构建，将空间与交通的相互作用，

家庭、企业、政府决策原理作为建模基

础。大尺度城市模型还常被称为“黑箱

知识”或“灰箱知识”驱动。因为表达

土地、交通、环境等相互作用需要复杂

数理公式，不仅参数众多，而且难以理

解，不能清晰直接对应空间规划目标和

策略。

第二类基于规则的模型其典型是

CUF[21]和what if[22-23]。基于规则的模型产

生之初就是为了模拟政策，用于评估规

划政策的可能影响，判断规划策略的合

理性和可行性，不是为了决策。在技术

范式上，基于规则的模型仍属于知识驱

动的规划技术，但是其模型原理表达为

明确、简单的规则。比如，CUF模型先

预测总量需求；再依据土地适宜性高低

进行土地用途分配[24]。模型不再建立在

空间相互作用、离散选择等数理公式上。

相比之下，基于规则的模型被称为“白

箱知识”驱动，基于明确的知识制定了

简单的模型规则。能出现这样明确规则

的模型与数字技术GIS的融入是密不可

分的。

第三类微观模拟模型包括CA元胞自

动机模型[25]和ABM多自主体模型[26]。微

观模拟模型产生之初就是用于推演、模

拟未来的土地使用格局，至今一直也属

于模拟用途。这类模型引入了来源于计

算机科学的 CA和ABM，由此出现了全

新的数据驱动技术范式。微观模拟模型

依赖于长时间序列历史数据来校准模型

转换规则，需要用长时间序列的历史数

据来训练模型，才能推演未来的土地利

用变化。例如，用 200年历史数据来校

准模型，模拟未来50年的土地使用演变

等[27]。源于计算机科学的CA带来了数据

驱动建模方法，元胞自动机模型核心是

转换规则，其中完全不包含规划理论和

原理，规则是由数据“练”出来的。这

种“练”出来的知识即便存在也是“黑

箱知识”。

从数据驱动、知识驱动的技术范式

出发，知识一直是城市建模技术的关键

词。传统大尺度城市模型建模基础是

“灰箱知识”②、基于规则的模型建模基

础是“白箱知识”，微观模拟模型带来了

“数据驱动”的建模范式，也带来了“黑

箱知识”（表1）。当前城市建模技术更多

作为城市空间演化模拟的实验室，模拟

是主流用途，而不是当年理性规划时代

的决策用途。无论是知识驱动还是数据

驱动，当前城市建模技术主要是用于模

拟，不能有效地满足决策用途的需求。

3 数据驱动的时空大数据规划

技术

3.1 时空大数据技术演进

时空大数据进入规划学科至今超过

10年。时空大数据本身就能作为规划中

的数字技术，最早的Mobile Landscapes
项目以手机通话量感知城市活动强度时

空变化，其中的时空大数据还属于数字

技术范畴[28]。近 10年来，城乡规划中的

时空大数据从数字技术逐步演变为研究

城市空间与城市活动之间关系的数字化

规划技术，成为在城市空间结构、区域

空间结构、行为与建成环境、城市治理

等规划议题研究中有效的支撑规划技术。

时空大数据规划技术从“感知空间中活

动时空现象、认知空间中活动时空规律、

发现作用于活动的空间因素、探知空间

与活动的作用机理”等 4个方面支持

“城市活动”与“城市空间”的研究[6]，
也需要从数据驱动、知识驱动的技术范

式认识这 4个方面的时空大数据规划

技术。

3.2 数据驱动的活动与空间研究

“感知空间中活动时空现象”是将时

空大数据用于对城市空间中活动时空现

象的量化描述，并不涉及现象背后影响

因素与作用机制。在这一技术类型中，

时空大数据作为了城市活动时空特征的

感知技术。如Mobile Landscapes项目通

过手机通话数据测度城市活动强度时空

变化[28]。“认知空间中活动时空规律”是

将时空大数据用于城市活动时空现象并

归纳出时空活动模式和规律的技术类型。

例如，运用时空大数据得出差异化人群

的出行规律[29]。这一类型或从时间入手、

或从空间入手挖掘活动模式和规律，但

都不是以空间与活动互动机理入手。这

两类时空大数据的研究类型均属于数据

驱动。

“发现作用于活动的空间因素”是将

时空大数据用于识别影响城市活动背后

的空间因素的技术类型。例如使用多源

时空大数据，从城市活动时空特征推断

城市功能[30]。这是从数据中解读出城市

功能信息的技术。“探知空间与活动的作

用机理”是将时空大数据用作探知城市

空间与城市活动相互作用特征，认知其

作用机制的技术类型。例如，使用时空

大数据测度不同功能城市商业中心的空

间服务范围，验证商业中心体系规划的

中心地理论[31]。这是从数据中解读城市

活动与城市空间的信息来验证既有学科

知识。这两类时空大数据的技术类型也

均属于数据驱动。

因此，时空大数据规划技术始终是

数据驱动技术范式，从数据中挖掘信息，

进而从信息中发现新的现象、验证既有

知识。时空大数据规划技术从产生开始

就一直是承担分析用途，能有效解决空

间与活动的分析，尚无法用于模拟和决

策用途（表 2）。时空大数据正从对城市

空间“诊断”走向对城市空间“预测”，

进而支持规划决策，这是时空大数据规

划技术前沿之一。

技术范式

用途

大尺度城市模型

知识驱动

从决策转向模拟

基于规则模型

知识驱动

模拟

微观模拟模型

数据驱动

模拟

表1 城市建模技术的技术范式及用途
Tab.1 Technological paradigm and usage of urban model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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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工智能规划技术：知识驱动

与数据驱动

4.1 知识驱动的专家系统技术

人工智能是历史悠久的数字技术。

人工智能的第一次浪潮是专家系统

（ES），也称为基于知识的系统（KBS）。

1980年前后，各个领域均在探索专家系

统应用，城市规划领域也不例外。最早

的人工智能规划技术就出现在 1980年
代，有论文[32]、专著[33]问世，也有若干系

统出现，比如用于区划（zoning）的专家

系统[34]、用于选址的专家系统[35]等。早在

1980年代后期，中国规划学界已在探索

城市规划专家系统，陈秉钊等[36]发表于

1989年的规划建设管理专家系统的论文

是中国城市规划学科AI的第一篇论文。

这与国际上的探索几乎是同步的。

专家系统就是对规划目标进行辅助

决策的技术。其特点是将专家知识提取

出来，建立知识库，将知识写为明确的

规则表述，机器依据规则进行决策。专

家系统属于典型的知识驱动技术范式，

其关键是将规划学科知识表达为清晰的、

可以供机器使用的“if-then”规则，组

成知识库中的“白箱知识”。系统依据

“if-then”规则做出决策。

专家系统规划技术遇到了很多困

难[37]。至 1990年代，学界一致认为有两

个难点是难以克服的[33,38]。第一个难点是

知识提取，如何将规划知识用普通语言

总结出来。规划知识难以表述、难以提

取是开发城市规划专家系统的最大障碍，

这是由规划知识本身特性决定的。第二

个难点是知识表达，即用规范化“规则”

表示规划知识。恰恰城市规划中知识不

是都能表达为“if-then”的，相当多的

判断是模糊的、不明确的。规划学科知

识难以提取、难以表达为清晰的规则，

这是1990年代后规划学科中的人工智能

探索走向缓慢、停滞的原因。

4.2 数据驱动的机器学习技术

2010年代以来机器学习发展，掀起

了人工智能的又一次热潮。2010年代后

期，机器学习也进入了城市规划，至今

已成为当前人工智能规划技术的主流[8]。
机器学习不再需要知识提取，而是从大

量的经验“数据”中学习，让机器自己

积累出知识，再用学习到的知识进行判

断，解决问题。机器学习的方法恰好规

避了规划知识是模糊的、不明确的，知

识难以提取、难以表达的特点。另一方

面，机器学习最关键的就是数据，是靠

数据“训练”出来的。大数据恰好解决

了机器学习的数据来源，这也就是机器

学习人工智能兴盛于大数据时代之后的

原因。机器学习规划技术属于数据驱动

的技术范式。

使用机器学习从街景影像入手，评

价街道建成环境品质已经是比较常见的

用途[39]。建成环境品质评价就是完全由

数据驱动的规划技术，通过图像大数据

训练，实现智能评判。机器学习等方法

用于规划方案生成已经在探索中[40-41]。
例如，通过对城市道路网络肌理进行学

习，已经能够自动生成与历史街区机理

融为一体的规划道路网，属于设计中的

决策[15]。值得注意的是后一类型仍是决

策用途，但前一类则是分析用途。

2023年人工智能内容生成 AIGC异

军突起。AIGC涉及了深度学习、自然语

言处理等多种机器学习技术，可视为机

器学习实际应用的一种形式。在通用大

模型基础上，继续训练规划专业大模型，

进而用于规划专业报告、图纸生成等。

让专业大模型能够理解特定规划任务需

求，就能完成规划文本、图像等多样化

内容生成输出。这是值得期待的人工智

能规划技术。

4.3 以“数据与知识”维度认识人工智

能规划技术

以“数据与知识”维度来审视人工

智能规划技术。知识一直是人工智能规

划技术的关键词。早年专家系统是“知

识驱动”的、基于“白箱知识”的，但

是规划知识获取是其最大困难。当前机

器学习规划技术，让机器自己从数据中

训练得到知识模型，当然获得的是“黑

箱知识”。因为即便是写算法的人，也不

知道机器为什么做出这样结果，因为这

是数据“练”出来的。即便是数据驱动

的人工智能规划技术也是围绕知识而运

作的，无非是“黑箱知识”。

从人工智能规划技术演进中总结，

人工智能规划技术开端于知识驱动的技

术范式，而机器学习发展带来了数据驱

动的技术范式。无论是知识驱动还是数

据驱动，当前人工智能规划技术多用于

分析用途，还难以满足决策用途的需求

（表3）。规划学科本身特征决定了人工智

能规划技术难以靠知识驱动，也不能仅

靠数据驱动，因为机器学习得出是“黑

箱知识”，规划决策不能建立在“黑箱知

识”之上。

Peng等[42]从规划师与AI之间关系的

角度提出了 4阶段观点，包括阶段 1 AI
辅助型（AI-assisted）、阶段 2 AI增强型

（AI-augmented）、阶段3 AI自动型（AI-
automated）、 阶 段 4 AI 自 主 型 （AI-
automatized）。前文提到城市道路网自动

生成的案例就是属于阶段3，人工定规划

目标、AI给出解决方案。4阶段城市规

划AI核心观点是无论哪个阶段都不能将

人排除在规划之外，因为规划始终是以

人为中心的决策活动。从“数据与知识”

维度认识人工智能规划技术，就能更好

地理解这个核心观点，因为以人为中心

的决策活动需要“白箱知识”为支撑，

而不是机器学习得出的“黑箱知识”。

技术范式

用途

感知空间中活动时
空现象

数据驱动

分析（分析现象）

认知空间中活动时
空规律

数据驱动

分析（挖掘知识）

发现作用于活动的
空间因素

数据驱动

分析（解释现象）

探知空间与活动的
作用机理

数据驱动

分析（解释现象）

表2 时空大数据规划技术的技术范式及用途
Tab.2 Technological paradigm and usage of spatial-temporal big data planning technology

技术范式

用途

专家系统ES/KBS
知识驱动

决策

机器学习ML
数据驱动

分析、决策

表3 人工智能规划技术的技术范式及用途
Tab.3 Technological paradigm and us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nn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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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数据到知识”：数字化规划

技术的展望与挑战

5.1 知识驱动与数据驱动

知识驱动的技术范式是依靠规划学

科的知识完成分析、模拟、决策，需要

已知的规划学科知识作为基础。例如：

在大尺度城市模型中，规划学科知识以

模型数理公式呈现；在专家系统中，规

划学科知识以规则形式呈现。在知识驱

动技术范式中，数据仍必不可少，依据

学科知识来运用数据，完成分析、模拟、

决策用途。

数据驱动的技术范式依靠数据完成

分析、模拟、决策，已经不需要已知规

划学科知识为基础。数据驱动技术范式

或是直接从数据中挖掘规划效应的特征、

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如时空大数据规

划技术；或是以数据训练模型，以模型

进行规划分析、模拟、决策，如机器学

习规划技术。

知识驱动源于规划学科知识体系，

是规划学科固有的技术范式。数据驱动

是数字技术发展出来的，数据驱动的规

划技术是数字技术与规划技术融合后才

出现的技术范式。数字技术融入带来的

数据驱动规划技术大幅度推动了规划技

术发展，解决了很多长期以来困扰规划

技术的难点。回顾 1990年代以来 3类典

型规划技术演进，能从中发现数据驱动

的技术范式已经是当前数字化规划技术

的主流。

5.2 知识：白箱、灰箱、黑箱

“技术是在实践中运用科学的方法”，

这个定义本就阐述了知识与技术之间的

关系。回顾三类典型数字化规划技术演

进，用知识的线索就能将三类技术串联

起来，众多数字化规划技术均可归为

“白箱知识”“灰箱知识”“黑箱知识”。

在基于规则的模型和专家系统中，知识

是白箱；在大尺度城市模型中，知识是

灰箱；在元胞自动机规划技术和机器学

习规划技术中，知识是黑箱。见图1。
“白箱知识”肯定值得信赖，我们希

望理想的规划技术是由“白箱知识”驱

动的。规划学科的“白箱知识”面临的

最大困难是知识提取和知识表达，如何

将模糊的、隐含的、不确定的规划知识

写成规则化的“白箱知识”。专家系统的

历程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困难是由规划

学科自身特性决定的。这就是知识驱动

的技术范式的瓶颈。

数据驱动的规划技术回避了知识提

取和知识表达难题，但是带来了“黑箱

知识”。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规划技术是

典型。虽然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规划技

术会带来非常亮眼的结果，但对比大尺

度城市模型的“灰箱知识”，机器学习的

“黑箱知识”一样被诟病。规划决策不能

简单地建立在“黑箱知识”之上，尤其

重大规划决策更是无法建立在“黑箱知

识”上。这就是数据驱动的技术范式能

较好地支持规划分析、模拟用途，但难

以支持决策用途的原因。

5.3 数字化规划技术需要解决“从数据

到知识”的关键

正是规划学科本身是以人为中心的

决策活动，决定了数字化规划技术承担

的分析、模拟、决策用途的变化，也决

定了数据驱动、知识驱动技术范式的演

进。当年对理性规划的批判就已经告诉

我们，传统规划技术的知识驱动决策存

在明显问题。数据驱动的范式丰富、提

升了规划技术，但同时带来了“黑箱知

识”问题。这使得数据驱动的规划技术

能较好地用于分析、模拟用途，还难以

承担决策用途，因为“黑箱知识”用于

规划决策存在更大问题。

决策用途的规划技术始终是规划学

科的追求。要实现有效支持规划决策用

途，数字化规划技术的未来在于 “数据

和知识共同驱动”的技术范式。现有技

术已经能够得出“黑箱知识”。如果能够

解决从数据中进一步学习到“白箱知

识”，或者从机器学习结果中发现、认识

出“白箱知识”，那么运用“白箱知识”

进行规划分析、模拟、决策，应该是可

靠、值得信赖的技术途径。基于“数据

和知识共同驱动”，关键需要解决“从数

据到知识”，更明确的表述是“从数据到

‘白箱知识’”。要从数据中学习“白箱

知识”，用“白箱知识”来驱动规划分

析、模拟、决策用途。

数字化规划技术趋势是 “数据和知

识共同驱动”的技术范式。要解决 “从

数据到知识”，也就是从数据中学习规

律，用规律支持分析、模拟、决策用途。

当前，AIGC和大模型已经显示了其应用

价值和前景。使用通用大模型克服规划

学科知识表达的模糊、不确定的难点，

在此基础上构建规划专业大模型，将规

划学科中已经明确的知识纳入规划专业

大模型中，进一步用于支持决策。这一

技术路径也许是解决“从数据到知识”

的一种可行路径，值得探索。

6 结论和展望

本文界定了数字化规划技术概念和

用途，从数据与知识的维度出发，梳理

出数字化规划技术的两个技术范式，阐

述了数字化规划技术的研究前沿和难点，

得出以下4点结论。

第一，界定了数字化规划技术概念，

明确区分了数字化规划技术和数字技术。

数字化规划技术是规划的现状分析、建

模预测、方案制定、方案选择、规划实

施、规划监测评估各阶段中运用数字技

术的方法，在规划过程中承担分析、模

拟、决策等三类用途。

第二，数字化规划技术均可以归为

数据驱动、知识驱动两个技术范式。知

识驱动的技术范式是规划技术固有的，

数字驱动的技术范式是数字技术融入而

带来的。数字驱动、知识驱动的技术范

式决定了数字化规划技术的用途类型。

第三，当前用于规划决策用途的数

字化规划技术仍有待突破。数据驱动技

图1 数字化规划技术的白箱知识、灰箱知
识、黑箱知识

Fig.1 White⁃box knowledge, gray⁃box knowledge,
and black⁃box knowledge of digital plann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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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范式能较好地支持规划分析、模拟用

途，但其“黑箱知识”局限使其难以用

于决策。规划学科自身特性决定了知识

驱动技术范式存在知识提取和知识表达

的瓶颈。以上两点使得数字化规划技术

还难以较好地满足决策用途。

第四，数字化规划技术未来趋势是

走向“数据和知识共同驱动” ，其中关

键是解决“从数据到知识”，运用数字技

术从数据中进一步学习、提取出规划学

科“白箱知识”，运用“白箱知识”实现

规划分析、模拟、决策用途。

需要认识到我们当前重视数字化规

划技术、探索智能规划理论，并不是朝

着 60年前“理性规划”的倒退。即便是

未来突破了“从数据到知识”的难点，

数字化规划技术仍将是为以人为中心的

规划提供支持。规划技术一直是人使用

的，不是来替代人的决策，这是规划学

科本身特性决定的。

注释

① 此处译自 《剑桥学术词典 （Cambridge

Academic Content Dictionary）》[剑桥大

学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年出版] 对技术 （technology） 一词

的 解 释 ：“Technology is a particular

method by which science is used for

practical purposes.”

② 在1970年代对理性规划的批判中，大尺

度城市模型被直接批判为知识的“黑箱”。

如果将大尺度城市模型与后来出现的元胞

自动机、机器学习等模型中的知识相比，

大尺度城市模型更适合于称为知识的

“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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